
萧山记忆 2024年3月1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应雨男 校对：洪泓5

曾祖父和祖父的受教育情况

采访者: 钱老师，您好！我们想就萧山教育事
业的发展历程采访您，主要是从您家族受教育的
经历这方面来谈。先请谈谈您曾祖父和祖父的情
况吧。

钱志祥: 我的曾祖父原是绍兴钱清镇农村
人，1862年他到钱清镇上赶集，被太平军抓了做
挑夫，从此随军行动。1864年，太平军在江西被
打散，曾祖父用了半年时间逃回钱清老家。 由
于当时清政府在清理“长毛余党”，而曾祖父又曾
被迫做过太平军的挑夫，在钱清待不下去。于
是，在高祖和其他亲朋的帮助下，24岁那年，他
孤身一人移民到今瓜沥镇运东村，以开垦钱塘江
故道的沙地为生。据说他没有上过学，但靠自学
有了一些文化，后艰苦创业打下了今瓜沥运东钱
氏家族立身发展的基础。

我的祖父约上过4年私塾，后承父业以种地
为生，自学文化，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的字
迹我只在家中曾经留存的水桶、竹箩等农用器具
的外侧上看到过，上面有他用黑漆写的漂亮大楷

“忠孝堂钱”“彭城群钱”等字样。可惜年代已久，
这些用具早已没了踪迹，祖父的字迹也失传了。

父亲上了三个月私塾

采访者: 请您详细谈谈您父亲的受教育情况。
钱志祥: 1927 年，爷爷因病去世，刚上了三

个月私塾的父亲便因家中无钱供学而失学回
家。15岁那年，兄弟分家，父亲与祖母、年轻的三
姐、年幼的小弟4人组成一家，父亲担负起家庭
的重任。但仅靠几亩薄地难以维持老母亲和年
轻姐姐、年幼弟弟的温饱，他就到瓜沥镇上一家
南货店当学徒，偷学财务与珠算，自学成才，打下
了一定的基础。23岁那年，他到中国美术学院的
前身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当书童，为老师泡茶
打水，有时随老师外出，为老师拎包当临时“秘
书”，据哥哥写的回忆录记载，父亲主要为院长林
风眠拎包当随从“秘书”，可能时间一长有了感
情，林院长有时还允许父亲到课堂听课，丰富了
他的文化知识。由于在校当书童每月的薪金只
有3个银圆，难以承担一家的生活费用，好在萧
山瓜沥镇有几人在上海办小厂，他们需要会记账
的人。而父亲在当学徒时偷学过财务、珠算，在
杭州当书童时又自学文化，有了做会计的文化和
计算基础。于是，他被招入上海一家由萧山长沙
乡人邵凯标创办的漂染厂当会计。由于厂小不
能全脱产，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完成财务工作，
同时努力自学文化。到我上学会看信时，父亲通
顺的语言和漂亮的楷体字已被周边有文化的人
所认可。

第四代自修高等教育

采访者: 请您谈谈您的曾祖父到萧山沙地开
垦后第四代的受教育情况。

钱志祥: 我们五兄妹是曾祖父到萧山沙地开
垦后的第四代。

我的哥哥自学成才，是我和弟弟、妹妹的楷
模。哥哥出生于1939年，20世纪40年代末上小
学，1953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从事农业劳
动，真正在学校上学时间是5年。他辍学后不忘
自学，经常步行3公里到瓜沥镇的扫盲速成班学
习。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被招为瓜沥如意乡
农村信用社的临时工，据他回忆，当时他每月15
元工资，5元作为伙食支出，其余全部买书阅读，
努力自学。1954年我上小学时，他的字已经写
得很好，是一手漂亮的魏体。1956年，17岁的哥
哥先后任如意乡七社会计、如意高级社会计、东
方大队会计。他一边认真工作，一边继续努力
自学，文字和文章都写得很好。1958年，他被提
拔为国家工作人员，任瓜沥大公社的财务辅导
员、总会计、中共瓜沥区委秘书。工作的变动和
视野的拓宽，使他感到文化基础的薄弱，因此更
加努力自学。1972年后，他被提拔至萧山县委办
公室工作，1977 年任萧山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1987年任萧山县委办公室主任，成为萧山县委的
内务管家、主要的笔杆子。1985年，国家实施教
育体制改革，举办党政干部自学考试。47岁的哥
哥报名参加由杭州大学举办的党政干部高等教
育自修课，与一批年轻的学子们在节假日到县委
党校听课。第一年写作课考试不及格，第二年进
行补考才及格。1989年，他完成了12 门课程的
学习考试，拿到了由杭州大学和浙江省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大专文凭。1988年 5月
后，他被提拔至杭州市委任办公厅副主任、主任，
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委秘书长，依然自学不
止。1999年，哥哥退休，杭州日报社聘请他专为
报社写政论性文章。

我是家里的老二，8岁上了村办小学。我记
住了父母和哥哥对我的教导，从小学一年级就怀

揣今后成为一名大学生的梦想，在6年的小学生
活中，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的前三名。在此期
间，我通读了哥哥的藏书《三国演义》《水浒传》
《说岳全传》《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和很多革命书
籍。我的小学是分两个地方读的，一至四年级在
本村的运东村小学读，五至六年级在邻村的东方
大队读。1960年9月，我小学毕业后考上瓜沥中
学。其时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到来，粮食等物资
奇缺。我家人口多，困难更大，每天低标准的饮
食“瓜菜代”也难以保证，每年我家都是队里的

“倒挂户”，即欠生产队的。那年11月，我只上了
两个月初中，持家的母亲毅然决定让14岁的我
和两个10岁的妹妹辍学回乡参加农业劳动，以
获取少量的劳动工分，在生产队里多分一些粮
食。我从小爱读书，是多么地不愿意离校，但没
办法，母亲说吃饱活命总比读书要紧，我的大学
梦碎了。不得不辍学后，我得到了一个以后让我
认为十分幸运的工作，即担任有66户人家的生
产队会计。就是这个当时令我感到很困难的工
作，才迫使我持续自学文化知识。

我们兄妹三人参加农业劳动后的第二年，我
家就不再是欠生产队的“倒挂户”了。

我任会计的生产队有66户人家，有现金日记
账、分户明细账、分类账3本账簿。大队经常要
组织各生产队会计进行集体查账和互相核账，那
只我上学时背的旧书包成了我不可缺少的工
具。我背的那个书包是个军用背包，草绿色的帆
布包，右下角有一个拇指大的洞。听母亲说这个
书包是一位土改工作队的马姓叔叔送给哥哥
的。它能装3本账簿和一面算盘，我就背着这个
旧书包往来于大队、生产队之间，这样我又背了
4年。1964年，弟弟要上小学了，母亲对弟弟说:

“你两个哥哥背个旧书包都背出了好成绩，这只
书包旧是旧了点，但还可以用，读书是读知识，读
书不好书包背得再好也没用，现在我们经济上还
不宽裕，你还是再背这个旧书包算了。”于是这个
由20世纪50年代“土改叔叔”背过的旧军用包，
哥哥背了4年，我背了10年，现在又成为弟弟的
书包，他背着它上完了小学、初中、中专，毕业后
分配工作到了大西南，据说这个旧书包随他去了
边陲城市——贵州都匀市。弟弟调回萧山以后，
我再也没有见着这个旧书包。从20世纪50年代
初“土改叔叔”送给哥哥起，至20世纪80年代初
弟弟调回萧山，这只旧书包已为我们服务了30
余年，也确实到了它该退休的时候了。

如今，每当我拿起书本准备阅读的时候，还
会回忆起那个由“土改叔叔”送给哥哥、我们兄弟
三人都背过的旧书包。那个旧书包里装的课本
知识，为我们三兄弟奠定了文化基础，持久的自
学使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都成
了大学生。当然，我们没有条件上全日制大学，
而是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国家教委承认的自修
大学大专学历。1978 年后，我看到学生背着的
书包年年在变，由布书包变成帆布书包，由单色
书包变为多色书包，由小书包变为功能齐全的双
肩书包，有的由国产书包变为进口书包，感慨不
已。书包的变迁证明时代在前进，国家在强盛，
生活在改善，教育得到重视，观念在更新。不变
的道理是书包的新与旧和知识长进与否不存在
必然关系。 母亲没有文化，在生活极其困难的
年代，她以“读书是读知识，读书不好书包背得再
好也没用”的浅显道理，说服我们背着旧书包上
学堂，家里走出了三个自修大专学生。

离校后，我一边记账做好财务工作，一边参
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同时继续坚持读书自学的
习惯。每到雨天生产队放假时，我会步行3公里
到瓜沥镇、靖江镇的新华书店“白看书”，即只看
不买，因为没钱买。哥哥的藏书我看了一遍又一
遍。1966年我担任大队的企业会计，1968年又
担任大队会计，除了仍坚持去镇上的新华书店

“白看书”外，我还坚持看报，每天都把大队订的
《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看完。1970年，我被提
拔到公社任广播站编辑，1978年又担任公社的党
委宣传委员，这两个职位对文化的要求较高，促
使我加大自学的力度。同时“白看书”的习惯不
改，在这10年里，我除了学习有关本职工作的专
业书籍外，还通读了《中国通史》《资治通鉴》和
大量的中外文学书籍。此时，我觉得自己已无缘
大学梦了，因为我已经成家有了两个孩子，妻子
没有固定工作，家中的经济较为困难。

1979年，我被提拔为国家工作人员，到萧山
县委办公室、县委农工部工作。 20世纪80年代
初，中国人民大学在浙江招收学生，分配给萧山
一个名额，单位领导推荐了我。当时我又喜又
忧，喜的是从小梦想上大学的机会终于来了，忧
的是我工资低，两个孩子在上学，而妻子的收入
也少，难以独自抚养年幼的孩子和照顾年迈的父
母亲。这样喜忧并存地过了约一个月，人事科长
又找我谈话，他说你不能去北京读书了，因为招
生的条件其中之一是，学历至少在初中以上，你
只是小学毕业，不符合中国人民大学的招生学历
要求。我的大学梦又碎了，但这次不能上大学我
也无怨无悔，因为我知道现实条件不允许我北上
深造。

当我对上大学完全不抱幻想时，圆大学梦的
机会还是再次降临了。

1985年，国家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实行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这一年，杭州大学举办党政干部
基础课培训，萧山的授课地点在县委党校。我和
机关里一批同样在年轻时无缘上大学的同事报了
名，和我同时报名的还有只上了5年小学的哥哥，
后来中专毕业在贵州工作的弟弟调回萧山，也加
入了自修大学的队伍。学校给我们的课本是经过
浓缩的“白皮书”，也有需缴费的原装书，主要课程
有《常用文写作》《大学语文》《逻辑学》《中国历史》
《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
义》等。 老师每个周日给我们上一堂课，其余均
靠自学。开课的第一年考《常用文写作》《大学语
文》《中共党史》。那时，我妻子在城区的联合商场
线厂门市部上班。门市部是瓜沥镇运东大队办的
线厂设的，主要销售各种缝纫用的棉、涤线，我因
每个星期日需给在瓜沥中学读书的儿子、女儿准
备一周的蔬菜，因而经常缺课，只能靠夜里和白天
空余时间自学。我只有小学学历，虽然经过20 多
年的实践会写一些文章，但对语法修辞、标点符
号、文言虚词等一知半解。好在我以前读过不少
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书籍，还通读过《中国通史》
《资治通鉴》等历史书。在第一年考试中，《大学语
文》及格，《中共党史》考了个中等，《常用文写作》
只考了56分，不及格。

这次考试成绩不甚理想，使我认识到光有写
作实践不够，要知道基础理论的不足，像我这种
只读完小学的情况，好比建房时没有筑实墙基，
基础不实。因此，在次年的学习中，我加大了自
学的力度，上班时也抽空看一些自修大学书籍，
每天晚上看到10点多，下乡时一有空就翻书本，
背名词、概念，与自修大学无关的闲书一律不
看。这一年的考试是考《逻辑学》《中国历史》《哲
学》，三门课程中我通过了《中国历史》《哲学》的
考试，反而是花了好多时间和精力学习的《逻辑
学》只得了48分。第三年是考《科学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及其他课程，同时补考《逻辑学》。
这一年的考试，当年三门课全部及格，然而《逻辑
学》只考了56分。我没有学过数学，更没有学过
外语，26个英文字母认识不了几个。而逻辑学与
数学关系密切，《逻辑学》两年不及格，表明我的
文化基础太差。

此后，与我同时进自修大学的多数同志毕了
业，拿到了杭州大学颁发的大专学历证书，我与
少数同志不能如期拿到文凭。我下决心攻克
《逻辑学》，把自学的精力放在《逻辑学》这门课
上，每天一有时间就翻开书本阅读概念，练习考
题，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考得好的同志求教，到
书店寻找各种与逻辑学相关的书籍。 经过两年
的复习，1990年，我终于通过了最后一门课《逻
辑学》考试，虽然只有61分，刚及格。

经过6年努力，我通过了12门课的考试。这
6年中，我体会到了自学之苦，那几年也是农村
改革最为关键的阶段，我在单位里算是相对年轻
的，所以我是下乡工作队的常备队员，也是下乡
调查后的调查报告起草员。在公事、家事、自学
三者面前，公事必须完成，家事也要兼顾，自学多
数放到夜里。1990年 6月 30日，我终于领到了
杭州大学、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
的大专文凭。

至此，我们三兄弟都通过自学获得了大专文
凭，成为1864年我们高祖迁至萧山北海塘北开
垦沙地的第一批大学生。这个学历，在如今连硕
士生、博士生也不稀奇的年代，是不足道的。但
在当时，对我们这批连小学也没有条件读的人来
说，可是一件大喜事，通过自修大学获得大专文
凭，证明我们既有工作实践能力，又具备了相应
的知识水平。

过去每一年填报干部履历表，在“文化水平”
这一栏中，写上“小学”二字，我内心总感到自
卑。1990年年底，在填报党政干部履历表时，我
终于可以在“文化水平”这一栏中自豪地写上“大
专”二字。上小学时萌生的大学梦，我在35年后
终于圆了。

弟弟是我们五兄妹中最小的一个，出生于
1955年。他赶上了生活最为困难时期的尾巴，即

“三年困难时期”的“瓜菜代”年月，好在上面有父
母和哥哥、姐姐担当着，所以他吃的苦相对比我
们少。弟弟在我们的大队里上完小学和初中，
初中毕业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生产队会计。
1975年，他的好运来了。那时实行成分论，即从
最贫困、最基层选拔人才。那年，杭州一家中专
学校招收工农兵学生，弟弟幸运地被招收为这家
学校的学生。这是我们运东钱氏家族第一位全
日制的中专生，我和哥哥骑着自行车送他去学
校，我俩想读中专、大学的梦在弟弟身上实现
了。弟弟在中专学校读书期间，我去过他学校几
次，给他送东西。有一次趁还有一点空，我在红
墙黛瓦、绿树成荫的校园里走了一圈，想想自己
这一辈子不可能再进这样的校园读书，心里很不
是滋味。

弟弟中专毕业后分配到贵州一家军工企业
任会计，在那里一住就是9年。20 世纪80年代
中期，弟弟调回萧山，到县人民法院工作，曾任法
院的办公室主任。20世纪90年代，弟弟从萧山
市人民法院调到市财政局，从预算员做起，历任
预算科长、财政局副局长。其间他也加入高等教
育自修队伍，进行艰苦自学，同样在20世纪80年
代末拿到了大专文凭。

只读了两年小学的两位妹妹没我们幸运，一
辈子在农村当家庭主妇。好在晚年国家送了她
们“三个儿”，即养老保险卡、医疗保障卡、公交免
费卡，再加上儿女孝顺，夫妻和睦，生活也非常幸
福。

第五代逢上了改革开放好时代

采访者: 请您谈谈您家族中第五代的受教育
情况。

钱志祥: 我们5兄妹共养育了11个孩子，是
钱氏家族第四房的第五代。他们上学时，已是改
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

我的儿子有了大学本科学历。儿子是1978
年上的小学，那年他9岁。在村办的运东小学读
书，当时的学校教师多是民办教师，学历不高。小
学毕业后，他考上了瓜沥的初中、高中，1989年高
中毕业，但是没能考上大学，这是我一生中比较遗
憾的事。因为我没有机会上全日制大学，我与妻
子下定决心省吃俭用也要让两个孩子读完大学，
让我们的梦想在子女一代实现。我后来分析两个
孩子没有考上大学的原因是家里经济困难，他俩
除读书外还要帮做家务，有时还要自己做饭，更没
有经济能力像现在的孩子那样上补习班。儿子虽
然没能考上大学，但自学的积极性很高。1990
年，他进入萧山一家银行做临时工，除完成业务工
作外开始自学书法。两年后，这家银行分给萧山9
个招工指标，经过考试后可招为正式职工，在激烈
的考试竞争中儿子考上了，成为这家大银行的一
名正式员工。经过多年的工作和自学后，他逐步
从一名普通员工提拔为科级领导、处级领导、银行
的一把手。那时，国家的教育改革已实行多年，取
得了明显成效。实践也使儿子认识到知识的重要
性、文化跟进的必要性。他加强了自学的力度，在
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学习。除了自己看书外，
还接受了高等学校的函授教育。在任科级、处级
领导期间，多次到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厦门大学培训学习。

我的女儿也是自修本科毕业。女儿比儿子
小1岁，也是1978年上小学，1989 年高中毕业，
同样没能考上大学。1991年，经考试与政审进入
当时萧山最大的商场“江南大厦”，任文具柜业务
员。由于好学又工作认真，没几年就被提拔为柜
组长，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可惜江南大厦在后
来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关闭，女儿一度失业。她后
来被萧山农业银行招入，从事信贷工作。工作实
践使她认识到知识的重要，于是她也进行艰苦的
自学，并获得了回报。她如今是萧山一家银行下
属支行的行长。

其他至亲后代的受教育情况也不错。我哥
哥有三个儿子，受特定时代的影响，都只读到初
中，高中就参加工作了。改革开放后他们刻苦自
学，也都有了中级职称与学历。弟弟的女儿毕业
于浙江大学，获得研究生学历。大妹的一男一女
两个孩子，均是高中毕业后再经自学，在集团型
企业工作。二妹的三个孩子，大女儿高中毕业后
进入医疗单位工作，经自学有中级技术职称，二
女儿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小儿子毕业于北京理
工大学。

所以，我们四房第五代11个孩子中，出了2
个自学本科生，3个全日制大学本科生，6个有中
级职称的高中生。

我们四房的钱氏家族第六代有11位接班人，
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已有7个全日制大学生。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教育发展时说:“教育兴
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发展教育
的重要意义，为教育强国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我
家的教育发展史，是家乡农家受教育过程的一个
缩影，也是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区、一个社会、一
个国家教育发展的缩影。常说“一滴水见太阳”，
从教育的发展中，可看到国家的发展、中国共产
党的伟大。现在，我们国家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许多科学技术已位居世界先进行列，国内建
设日新月异，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已进入小康。这
与党和政府持久重视教育，培养有才能、有责任
感的新一代密切相关。

我的感悟

采访者: 结合您的学习、工作经历，您对萧山
教育事业发展有哪些期许，又有哪些建议呢?

钱志祥: 萧山教育事业繁花似锦，一片兴
旺。面对未来，萧山的优势在教育，潜力在教育，
希望也在教育。教育系统广大干部和群众要充
满信心，我们要勇于开拓，善于创新，坚持教育优
先发展，强化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
质量，全力抓好每一类教育，让各类教育得到统
筹协调发展；着力办好每一所学校，让各类学校
得到优质均衡发展；老师们应尽力教好每一位学
生，让各类学生群体得到公平健康发展。

（本文采访于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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